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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不可变：宋高宗朝法制源流考释

薛逸飞

摘  要｜宋代的法制抑或政治存在三个阶段的转型，太祖开创、神宗变革、高宗中兴。宋高宗在建立南宋时，出

于时局形势的需要，效法祖宗进行法制建设。关于高宗朝是如何效法祖宗建立法度，学界少有论述。通

过对高宗朝明确提及“祖宗”的立法和政令的考察，可以看出在高宗朝“祖宗家法”不但是一种政治口

号和道德标榜，更是一种具体措置层面的遵循。高宗在法制建设上“法祖效仁”，即效法宋太祖和宋仁

宗，在因循中奠基了南宋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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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的记载以及学术界的通说，宋代的

法制（抑或说政治制度）存在三个阶段的转型，

首先宋代的法制建立于宋太祖和太宗，宋太祖革

五代之旧弊，“以神武定宇中，肇基王业”［1］，

创业垂统，设范立制。“凡开物务，尽立规绳”［2］。 

宋太宗绍袭基业，端拱而治。“以睿文化天下，

光开宏图”［1］。太祖太宗开基立业，创立了有宋

300 年的“祖宗家法”。而后宋神宗熙宁、元丰，

面临宋朝立国百年之积弊，任用王安石改革，在变

革与承袭中创立了“元丰法制”。后至靖康之变，

宋高宗建炎南渡，于内忧外患中再造宋朝。高宗根

据时势，一改徽宗崇宁、大观之法，变革熙宁、元

丰之制，复祖宗法度，开创南宋近 200 年的法制（政

治）传统。宋高宗是如何绍述前王的进行立法和

政治改革的？南宋初期的法制又是如何创立的？

南宋初期法制又与祖宗朝的法制又有何异同呢？

这些问题都是南北宋转变之间的关键问题，是研

究南北宋法制和政治的关键所在。近些年学界往

［1］《宋大诏令集》卷二，改景德元年敕天下制，中

华书局1962年版，第94页。

［2］《宋大诏令集》卷一，太宗即位敕天下制，中华

书局1962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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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从宏观角度来考察南宋初年的法制抑或政治

制度［1］，或者是仅就高宗朝的某个时段来分析考

察［2］，少有从高宗一朝具体的法制角度加以考察

和分析。本文拟从具体的法制角度出发，对宋高

宗朝法制的承袭源流试做一番小考和发微，顾及

学力和积累，恐多有舛误，还请诸位老师和同学

批评指正。

一、绪论：问题提出和材料选择

如前所述，南宋初期法制建构是考察南宋政治

和南北宋政治和法制转变的关键。所以若想要探究

南北宋之间的转型和变革，就需要从南宋初期的法

制入手，考察南宋法制是如何因循和继承北宋法制

的。而南宋法制又以高宗朝为要，正是高宗开创了

南宋的法制传统。通过阅读史料，笔者发现高宗朝

的法制建设，少有创新，多是因循。因此，本文拟

以南宋高宗朝（建炎元年 1127 年——绍兴三十二

年 1162 年）间的法制建设为考察对象，包含敕令、

诏令、御笔、手诏、申明、指挥、法典类编、政事

措置等。以此为中心考察高宗朝的法制源流，并作

简要的分析。

本文所选取的材料，主要是以宋末元初的两

本不著人编著的典籍《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史

全文》为主，并辅之以宋宁宗时期成书的李心传《建

炎以来系念要录》，以及宋代的官修会要《宋会要

辑稿》为参考。因为，经考证今本《皇宋中兴两朝

圣政》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原本的《高宗圣政》《高

宗日历》《高宗实录》《高宗会要》并参考了私人

著作熊克的《中兴小记》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

野杂记》［3］。《宋史全文》和《建炎以来系念要

录》中高宗朝资料的主要来源，也包括《高宗实录》

以及原本《高宗圣政》［4］。虽然《高宗实录》《高

宗圣政》《高宗会要》等书已经轶失。但《皇宋中

兴两朝圣政》（下文简称《圣政》）、《宋史全文》

（以下简称《全文》）、《建炎以来系念要录》（下

文简称《要录》）保留了大量的辑录自高宗实录等

书中的史料，其较为“真实”，能够较为全面的反

映本文所要探究的高宗朝的法制。

二、祖宗之法：宋高宗朝立法源流
考证

首先，本文从高宗一朝的成文法典的修立来考

察高宗朝的法制渊源。限于学力，本文主要以《宋史》

《宋会要辑稿》《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

中所载的高宗一朝的立法进行考察。南宋高宗朝的

立法有很多，这里并不能穷尽，况且相较于真实的

南宋立法，史料中所载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因

而本文从现存史料中能够搜集到的高宗朝立法出发

［1］如曹流：《遵奉“祖宗之法”主旨下的“国是”之争》，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2期。曹流从

宏观上考察了宋代三次政治变革及对祖宗之法的继承。如张延和：《靖康“遵祖宗旧制”之政与两宋之际的政治转型》，载

《史林》2020年第6期。张延和从靖康年间政治改革出发，考察了靖康年间对祖宗之法的继承，及其对南宋初年政治的影响。

如李华瑞：《略论南宋政治上的“法祖宗”倾向》，从政治建构的角度对南宋政局继承“祖宗法”进行了一个宏观的考察。

曹家齐：《爱“元佑”与“遵嘉佑”——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曹家齐讨论了高宗对

“元佑”和“嘉佑”时期政治的继承，从这一历史事件中考察南宋对祖宗法度的继承。何玉红：《中兴形象的建构：光武故

事与宋高宗政治》，载《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何玉红从高宗效法汉光武帝的角度，考察了南宋中兴时的政治建构。闻

轩轩：《绍祖宗垂创之基”——艺祖情结与南宋初期政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3页。

闻轩轩以效法太祖为中心，考察了南宋初期的政治建构。上述研究，或是从宏观的政治建构视角，或是以具体的“法祖”对

象为视角，对南宋初年的政治（也可以称之为法制）建构做了详细的考证。但大多数是以宋朝君臣的对话、后人的评述、大

致的施政方针为中心进行的考察，没有从具体的法制角度进行考证。这些君臣对话、后人评述等往往带有主观色彩，缺少一

些实证性。本文拟从具体的法制建构出发，试考察宋高宗朝是如何对祖宗家法加以继承的。

［2］董春林：《“绍兴更化”与南宋初期的政治转向》，载《求索》2012年第1期。董春林从秦桧罢相后的“绍兴更

化”为视角，考察南宋初期政治的转变。

［3］［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3页。

［4］［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一）》，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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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相信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宋高宗建炎二年三月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

试弓马出官格》，先阅试，然后奏补［1］。《宋史》

没有介绍此格所立的过程，但揆诸史料，这一《大

小使臣呈试弓马出官格》的前身有可能为宋神宗元

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制定的《大小使臣呈试弓马

艺业出官试格》［2］。对大小使臣进行阅示，然后

根据考核的等级任命不同级别的官员。除神宗时期

外，并没有其他时期有设立此格。因此，高宗朝的

《大小使臣呈试弓马出官格》或许以神宗朝的《大

小使臣呈试弓马出官试格》为底本进行修订的。

高宗绍兴元年八月戊辰，张守等上《绍兴重修

敕令格式》［3］。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是以嘉

佑、政和敕令格式对修成书［4］，其对修嘉佑政和

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三卷，看详六百卷，诏以《绍兴

重修敕令格式为名》［5］。《宋史·刑法志》中称

“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炎以前，凡所施行，类

出人吏省记。三年四月，始命取嘉佑条法与政和敕

令对修而用之。嘉佑法与见行不同者，自官制、役

法外，赏格从重，条约从轻。绍兴元年，书成，号

《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者亦复引用”［6］。

又，《宋会要辑稿》中称“（建炎）三年四月八日，

敕：自今并遵用嘉祐条法。内拟断刑名，嘉祐与见

行条制轻重不等，并从轻；赏格即听从重。其官制

所掌事务格目及役法等，有引用窒碍，或该载未尽

事件，并令有司条具以闻，既而刑部侍郎商守拙条

具：欲将斗殴盗博引用嘉祐条外，其余将嘉祐与政

和敕参酬相照，合从轻，……其一司、一路、一州、

一县、在京、海行，及嘉祐所不该载，如免役、重

禄、茶盐、香矾、六曹通用等事，并合依见行条法。

若事干军政边防机密，漏泄、听探，情理深重，并

修书未成间，《嘉祐敕》与见行条法相照引用，窒

碍者并合取自朝廷指挥。从之”［7］。从中可以看出，

此次对修是以《嘉佑条法》为主，只有在《嘉佑条

法》与见行不同者（按：此时的见行法应该是人吏

出入省记的《政和敕令格式》），除《嘉佑条法》

所不载的官制、役法外，而其他方面的法律以“赏

格从重，条约从轻”为原则，参照《政和敕令格式》

修立。因此，可以认为，总体而言该《绍兴敕令格

式》是以《嘉佑条法》为蓝本进行修订，并参照了

《政和敕令格式》。这些可以体现出，高宗法制效

法仁宗的倾向。

高宗绍兴元年十一月辛丑，续编《绍兴太常

因革礼》［8］。《绍兴太常因格礼》共八十六篇，

［1］［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01页。

［2］“元丰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书言：‘立《大小使臣呈试弓马艺业出官试格》：第一等，步射一石，发两矢，射

亲十中三，马射七斗，发三矢，马上五种武艺，问《孙》《吴》大义十通七，时务、边防策五道成，文理优长，律令大义十

通七。如中五事以上，与免短使，减一任监当；三事以上，免短使，升半年名次；两事，升半年；一事，升一季。第二等，

步射八斗，射亲十中二，马射六斗，马上三种武艺，《孙》、《吴》义十通五，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五。如中五事以

上，与免短使，升半年；三事以上，升半年；两事，升一季；一事，与出官。第三等，步射六斗，射亲十中一，马射五斗，

马上两种武艺，《孙》《吴》义十通三，策三道成文理，律令义十通三，计算钱谷文书五通三。如中五事以上，升半年；三

事以上，升一季；两事，与出官。已上步射并发两矢，马射三矢。’从之。”参见［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

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32页。

［3］［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5页。

［4］“（建炎四年）六月庚辰，命宰臣提举详定重修敕令，参知政事张守同提举。先是有诏以嘉佑、政和敕令格式对

修成书，至是，始设官置局……踰年乃成”。参见［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

2019年版，第180页。

［5］“八月戊辰，参知政事张守等上对修嘉佑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三卷，看详六百四卷。诏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

名，自来年颁行”。参见［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45页。

［6］［元］脱脱等：《宋史·刑法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41页。

［7］［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46页。

［8］［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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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卷［1］。根据王美华的考证，此次的《绍兴

太常因格礼》其修纂的原本和对象应该是宋英宗治

平二年修成的《太常因革礼》［2］。

绍兴三年六月丙辰，刑部侍郎章谊言《绍兴敕

令格式》去取之间不午舛错，欲望监司郡守和承用

官司，参考祖宗之旧典，各摭绍兴新书之遗阙，条

具以闻，令官司删去讹缪，从之［3］。而在上一年，

绍兴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自颁降《绍兴

新书》之后，恐官司申请创立条禁或增重刑名，寖

失祖宗立法之意。乞令有司如遇臣僚续有申请，并

检会昨用《嘉祐法》参酌修书元降指挥，参照修立

施行。从之”。由此可知，章谊提出的参照祖宗旧

典，很可能也是《嘉佑条法》，可见高宗朝对仁宗

法度的效法。

绍兴三年冬十月癸未，朱胜非上《重修吏部

七司敕令格式》［4］。根据《宛委别藏》版《圣政》

记载，该吏部七司敕令格式共 188 卷，以元丰元

佑吏部法为底本，参考省记旧法和续降指挥修 

订［5］。根据孔学先生辑校的《圣政》记载，绍兴

元年十一月壬戌，监察御史刘一止言六曹百司所

用法令，类以人吏省记，便为予夺，欺弊丛生，

希望令敕令所立法刊定，杜绝奸吏弄法受脏之弊。

于是高宗“诏如其所请，既而广东转运司以元佑

吏部法来上，乃命参以七司所省记元丰至绍兴条

例，参酌修立，再踰年而成”［6］。两相对照可知，

此《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基本上是以《元佑

吏部法》为蓝本，参照省记的元丰至绍兴条例和

指挥进行修订的。

绍兴四年八月庚辰，诏吏部编《七司例册》［7］。

宋史中对《七司例册》并没有记载，而据《宛委别

藏》版《圣政》载，该七司例册是将敕剳批状指挥

可以为例者各编为册，故推测应为建炎以来的敕剳

批状指挥的汇编。

绍兴五年立《对带法》。（按：此时间是笔者

推测，《宋史》和《圣政》中没有明确提及，但是

在后来绍兴六年五月高宗的话语中得知此法已经施

行两年）。根据绍兴六年五月癸亥，高宗与赵鼎的

交谈可知，对带法已经施行两年［8］。该《对带法》

的仿效的前身应为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实施的盐法

《对带法》［9］。

绍兴五年五月，立《守令垦田殿最格》［10］，

宋史《高宗本纪》中称之为《残破州县守令劝民垦

田及拋荒殿最格》［11］。该《守令垦田殿最格》规

定了对官员积极组织农民垦辟荒田的奖赏，揆诸史

料，并无其参考的蓝本。不过其立法之意应取自太

祖。太祖在乾德四年八月的《劝栽植开垦诏》中明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1页。

［2］王美华：《太常因革礼》与北宋中期的礼书编纂》，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1期。

［3］［清］阮元辑：《宛委别藏（25-29）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92页。

［4］［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四）》，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89页。

［5］［清］阮元辑：《宛委别藏（25-29）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5页。

［6］［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8页。

［7］刑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检例，吏得为奸，乞将应于敕剳批状指挥可以为例者各编为册，令法司仅掌

以俟检阅，从之。参见［清］阮元辑：《宛委别藏（25-29）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1058页。

［8］［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79页。

［9］于光远：《经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604页

［10］“残破州县垦田增及一分，郡守升三季名次，增及九分，迁一官；亏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亏及九分，镌一官。

县令差减之。增亏各及十分者，取旨赏罚。其后以两淮、荆湖等路民稍复业，而旷土尚多，户部复立格上之：每州增垦田千

顷，县半之，守宰各进一秩；州亏五百顷，县亏五之一，皆展磨勘年。诏颁之诸路。增，谓荒田开垦者；亏，谓熟田不因灾

伤而致荒者。又令县具归业民数及垦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转运，转运岁上户部，户部置籍以考之。七月，都督行府

言：“潭、鼎、岳、澧、荆南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参见

［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84页。

［11］［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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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提及“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

纳旧租，用不通检。其诸县令佐。如能招复逋逃。

劝课栽植。旧减一选者。更加一阶。凡尔蒸黎。当

体朕意”［1］。高宗与太祖面临同样的乱世图景（战

争、流民和荒地），因此效法太祖制定《守令垦田

殿最格》。

绍兴六年八月丁亥，吏部侍郎晏敦复、权户

部侍郎王俣上《绍兴重修禄秩新书》五十八卷、

看详一百四十七卷，乞镂版施行［2］。绍兴八年冬

十月丙辰，尚书右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

上《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八百十

卷［3］。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中兴俸禄之制，

参用嘉佑、元丰、政和之旧，少所增损”［4］。根

据《玉海》卷一〇三，《绍兴重修禄秩新书》条

记载“八年十月三日丙辰，右相绘等续上《重修

禄秩》一卷，《禄令》二卷、《禄格》十五卷，《在

京禄秩》一卷、《禄令》一卷、《禄格》十二卷。

诏自九年正月朔行之，以《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

为名，及《申明看详》八百十卷。先有诏，将嘉

祐、熙宁、大观《禄令》并《政和禄令格》及续

降旨挥编修，至是续修上之”。可知，《绍兴重

修禄秩敕令格》是参考《嘉祐禄令》《熙宁禄令》

《元丰寄禄格》《政和禄令格》修订而成的。根

据龚延明教授的考证，熙宁、元丰《禄令》大体

上保留的《嘉祐禄令》的旧制，《政和禄令》则

是在遵用元丰禄制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官员的俸

禄，越是高官，俸禄沾利越优厚。而《绍兴重修

禄秩敕令格》又一改政和之制，参照《嘉祐禄令》

大幅度减少了增加的高官俸禄［5］。由此可以推断，

《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更多的取法《嘉祐禄令》。

绍兴六年九月辛卯，立《贼徒相招首罪赏格》［6］。 

绍兴九年十一月戊寅朔，命大理寺评事何彦猷等编

集《刑名断例》，刑部郎官张柄等看详［7］。这些

是因南宋初年的时政而制定的法律。

绍兴十年十月戊寅，秦桧上《重修绍兴在京通

用敕令格式》［8］。冬十月戊寅，尚书右仆射秦桧上 

《绍兴重修在京敕令格式》四十八卷，《申明》十二卷，

《看详》三百六十卷［9］。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

先是“敕令所言：欲乞将《崇宁在京通用条法》，

自崇、观后来至绍兴八年六月终应受续降指挥，修

为《绍兴新书》。检会一司专法内又各厘正在京通

用，并大理寺又有《崇宁续附在京法》。缘昨来所

得圣旨内未曾有前项厘正、续附二件条法名色。”

有旨令编写修入。至是上之”［10］。由此可知，该《绍

兴重修在京敕令格式》是以《崇宁在京通用条法》

为蓝本，并参考崇宁、大观后来至绍兴八年六月终

应受续降指挥而修立的。

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壬申，秦桧上《六曹寺监通

用敕令格式》［11］。壬申，太师秦桧上《重修六曹

寺监通用敕令格式》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详

四百十卷，诏颁行之［12］。揆诸史料，这种尚书省

六部的专法，首先出现在宋哲宗元祐朝，元祐元年

“修成《六曹条贯及看详》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册”［13］。 

之后宋徽宗大观年间编有《大观六曹寺监通用条 

［1］《宋大诏令集》卷一八三，《劝栽植开垦诏》，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58页。

［2］［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4页。

［3］［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97页。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279页。

［5］龚延明：《两宋俸禄制度通论》，载《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2020年第2辑。

［6］［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21页。

［7］［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66页。

［8］［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4页。

［9］［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3页。

［10］［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2页。

［11］［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69页。

［12］［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3页。

［13］［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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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并且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先是绍

兴六年六月一日，大理正张柄言：《大观六曹寺监

库务通用法》内有已经冲改，乞送修立官司逐一看

详。诏下敕令所重别删修颁降。后本所言：欲将《大

观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条法》自崇、观后来至绍兴八

年六月终应受续降指挥，修为《绍兴新书》。至是

上之”［2］。由此可以推断，该《重修六曹寺监通

用敕令格式》是以《大观六曹寺监库务通用条法》

为蓝本，参考崇宁、大观后至绍兴八年六月的续降

指挥修订的。

绍兴十三年冬十月己丑，秦桧上《监学敕令格

式》［3］。《圣政》载“冬十月己丑，太师、尚书

左仆射、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秦桧等，上《国子监太

学武学律学小学敕令格式》二十五卷”［4］。又根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是年二月二十三日，国子

司业高闶言：监学在京日应合行事务，并遵用宣和

新修法。昨缘兵火散失，目今别无遵照。虽见存元

祐、绍圣条令，皆系旧法窒碍不同。欲下修法官司，

将元祐、绍圣并见行条法指挥一处详定修立。又言：

昨降指挥，太学并诸路科举取士，依遵元丰成宪。

所有学法在宣和间用元丰以来条件参修，自合以元

丰法为主。今来本监有先省记到《元丰学法》，及

取到秀州《元丰学令》，并系祖法，乞送敕局参修。

敕令所言：元祐、绍圣监学条法，照得系国子监、

太学、武学、律学等法，共成一部，合一就参修。

其武学、律学条法等包括小学法在内，兼小学条件

不多，系在太学法之后附载。既而高闶复言：敕令

所一就修武、律学法，本监见存建中靖国新法，武、

律学法具载详备，乞将与元祐法参修施行，庶不抵

牾。并从所请。至是书成上之”［5］。由此可知，

绍兴《监学敕令格式》是以《元祐学法》为蓝本，

参考《建中靖国监学条法》修订的。

绍兴十七年十一月丙寅，秦桧上《重修免役敕

令格式》［6］。丙寅，秦桧上绍兴常平免役敕令格

式四百九十九卷，诏镂板颁之［7］。根据《宋会要

辑稿》载“先是绍兴六年六月一日，大理正张柄言：

绍圣常平免役条内有已经冲改，愿送修立官司看详。

诏送敕令所参照删修。后十四年二月十六日，敕令

所言：绍圣法修书后来续降指挥，除政和三年四月

以前系昨修《政和续附法》已参用去取，更不合引

用外，欲从本所将政和三年四月一日修《政和续附》

已后至今应干续降，与绍圣、政和旧条一处参修。

从之”［8］。由此可知，《重修免役敕令格式》是以《绍

圣常平免役法》为基础，参照《政和续附法》及政

和三年四月一日后至今的续降指挥修订的。

绍兴十九年六月戊午，秦桧上《吏部续降七司

通用法》四百三十五卷［9］。《宋会要辑稿》称之为《绍

兴看详编类吏部续降》。先是“敕令所言：吏部法

昨已修至绍兴三年四月终，今来合自绍兴三年五月

为头编修。本所逐一取会看详得其间有事干海行者，

有合属七司者，有系一司或一路专法者，即难以一

衮修为吏部七司法。兼海行及吏部等法各已修为敕

令格式，亦难别为卷帙。今来吏部具到续降指挥约

二千七百余件，若不逐一分别编类，窃恐官司引用

疑惑。今欲将前项吏部具到指挥，于内将冲改不行，

或重复及事干海行等条，不合收入吏部法者，并别

用册编载外，将其余事干七司合存指挥，并随事分

门，分为七司及通用编类。又言：编类续降至绍兴

十一年终，所有自绍兴十二年至绍兴十五年六月终，

接续编类。并从之”［10］。据此可知《吏部续降七

［1］［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9页。

［2］同上注第8252页。

［3］［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2页。

［4］［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28页。

［5］［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3页。

［6］［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3页。

［7］［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23页。

［8］［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4页。

［9］［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88页。

［10］［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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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通用法》以绍兴三年五月以来至绍兴十五年六月

的吏部续降指挥类编。

绍兴二十一年八月辛未，秦桧上《重修诸路

茶盐法》［1］。秋七月辛未。提举详定一司敕令

秦桧等上《重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

二百六十卷［2］。根据青木敦教授的考证，这部《重

修江湖淮浙京西路茶盐敕令格式》，是以朝廷从各

处搜集来的《元丰江湖淮浙路盐法》《元丰修书后

来应干茶盐续降指挥》为基础而编纂的［3］。

绍兴二十三年八月己酉，令敕令所编中兴以来，

省刑罚，薄税敛，恤民宽厚之诏令，类编成书，以

赐守令［4］。绍兴二十四年九月丁巳，秦桧上《绍

兴宽恤诏令》二百卷［5］。绍兴二十六年十月辛亥，

尚书省请以去年十月二十二日以后朝廷所行宽恤事

件，编类成册，镂板颁降。从之［6］。

绍兴二十三年十一月甲辰，班《大宗正司条 

令》［7］。揆诸史料，宋神宗熙宁年间第一次编修过 

《大宗正司条例》［8］。且，马端临言南宋初期“熙

宁、元丰、绍圣法制，无所偏循，善者从之”［9］。

因此，该《大宗正司条令》很可能是以熙宁《大宗

正司条例》为蓝本编修而成的。

绍兴二十六年八月戊寅，班《元丰、崇宁学制》

于诸路［10］。高宗直接将《元丰学制》和《崇宁学制》

作为现行法颁布。

绍兴二十六年九月丙午，立《互易荐举坐

罪法》［11］。

绍兴二十六年癸丑，万俟卨上《重修贡举敕令

格式》［12］。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后敕令所

言：科举取士，一宗条令尽载《贡举法》。系自崇

宁元年七月修立，经今五十余年，其间冲改及增立

名件不少，前后所降申明，州县多不齐备。欲将上

件《崇宁贡举条法》逐一取索，重修施行。从之”，

可知此《重修贡举敕令格式》是以《崇宁贡举条法》

为蓝本，并参考崇宁七月至今五十多年的申明所修

立的。

绍兴二十七年九月丁亥，制定《绍兴正祠录》［13］。

绍兴三十年八月丙辰，尚书右仆射、提举详定

一司敕令陈康伯上《参附吏部敕令格式》七十七卷，

《刑名疑难断例》二十二卷［14］。《宋会要辑稿》

中称之其为《绍兴参附尚书吏部敕令格式》，具载“先

是绍兴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权吏部尚书贺允中言：

比年以来，臣僚奏请，取便一时，谓之续降指挥，

千章万目，其于成宪不无沿革。舞文之吏依倚生奸，

可则附会而从权，否则坚吝而沮格。惟是吏部七司

见今所用法令最为急务，若无一定之法，革去久弊，

而望铨曹之清，不可得也。愿诏敕令所严立近限，

将吏部七司祖宗旧制与续降指挥参定异同，先次条

修纂，立为定制，庶免用例破条之患。后详定官黄

［1］［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2页。

［2］［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54页。

［3］［日］青木敦：《地方法的积蓄及其法典化——以五代至宋的特别法为中心》，赵晶译，徐世虹主编《中国古代法

律文献研究》第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300页。

［4］［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63页。

［5］［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04页。

［6］［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20页。

［7］［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9页。

［8］“熙宁五年二月甲寅，大宗正司上编修条例六卷。先是，嘉祐六年正月，诏魏王宫教授李田编次本司先降宣敕，成

六卷，以田辄删改元旨，仍改命大宗正丞张稚圭李德刍、馆阁校勘朱初平陈侗林希同编修，至是上之”。参见［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甲寅条，第5589页。

［9］［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443页。

［10］［元］脱脱等：《宋史·高宗本纪（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0页。

［11］同上注第911页。

［12］同上注第912页。

［13］同上注第915页。

［14］［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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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舜言：见修吏部七司条法，欲将旧来条法与今来

事体不同者立为参附条参照。上谓辅臣曰：祖宗成

宪不可废也，存之以备用甚当，但令所修法须与祖

宗法意不相违背。仍谕诸详定。既而权吏部尚书周

麟之言：吏部诸选引用续降指挥，前后不一，或臣

僚建明，或有司申请，皆经取旨，然后施行。今以

续降条册观之，乃有顷年都省批状指挥参列其间，

亦曰‘续降’，诚未为允。诏令诸选具绍兴二十五

年以前批状指挥，如有类此者，仰敕令所可削则削

之”［1］。据此可知该《参附吏部敕令格式》是以

吏部七司祖宗旧制为蓝本参考续降指挥修订的，且

与祖宗法意不相违背。而据本文上文的考证，南宋

第一次修订吏部法《重修吏部七司敕令格式》时，

便是以《元祐吏部法》为主并参考元丰至绍兴的条

例和指挥进行修订的。那么，修订《参附吏部敕令

格式》时，高宗所言的《吏部七司祖宗旧制》有可

能是渡江以来所省记的《元祐吏部法》及元丰至绍

兴的条例和指挥。

揆诸史料，可以发现，高宗一朝的立法，基

本上都是以南渡之后搜集和省记北宋的祖宗旧法

为基础，参考建炎以来颁布的指挥、申明、条例

进行编订的。根据上述粗略的统计，在载诸史籍

的南宋初期宋高宗朝的立法中，效法太祖法度 1 次，

效法仁宗嘉祐法度 3 次。效法神宗熙宁法度 1 次、

元丰法度 3 次。效法英宗治平法度 1 次。效法哲

宗元祐法 3 次、绍圣法 1 次。徽宗崇宁法 3 次、

大观法 1 次建中靖国法度 1 次、政和法度 1 次。

由此可知南宋初期高宗朝的立法基本上是效法仁

宗、神宗、哲宗、徽宗。其中对徽宗朝法度的取

法最多（但都是专法和特别法），这可能是由于

南渡以来典籍丧失，而官吏省记和保存的多是年

代较近的徽宗法度，受资料的限制，因而较多的

效法徽宗朝的原因。但南宋初期最重要的海行法

和根本法《绍兴敕令格式》《吏部七司敕令格式》

却分别是以嘉祐和元祐法为蓝本参考现行法和条

例指挥修订的，据笔者推测，这种根本法的修立

并不是因为嘉佑、元佑的法度保存的更加完整（按：

相对而言南渡后政和法度保存的最为完整，但并

没有以此作为根本法修订的蓝本），而是宋高宗

有意为之，即高宗和群臣考虑南渡后的时局，在

法制建设层面上有意的效法嘉祐和元祐。这一点，

可以由高宗亲口证明。绍兴元年十二月丁酉“圣

训尝云：朕仰惟仁宗皇帝当时立政用人之事，当

置之左右，朝夕以为法”［2］。绍兴二年六月戊子，

“艺祖以圣武定天下……朕若不取法仁祖，为天

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3］。绍兴三年五月癸

亥，“吕颐浩奏事，因论祖宗兵制。上曰：祖宗

制度，自朕家法，至于仁宗临御最久，恩泽及人心，

朕于政事间专以仁祖为法”［4］。绍兴九年秋七月

丁亥“秦桧留身论治道……陛下承祖宗之德，为

仁政可怀远尔。上因历述古今帝王治迹，专以仁

祖为法”［5］。绍兴十二年二月辛未，上谓大臣曰

“上谓大臣曰：诗、书所载二帝三王之治，皆有

其意而不见其施设之详。太祖以英武定天下，仁

宗以兼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设之详，可见

于世者也。朕当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则治

道成矣。秦桧等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爱如仁宗，

其致中兴必矣”［6］。绍兴四年八月戊寅朔，范冲

与高宗论王安石坏祖宗法度，范冲认为“天下之乱，

实肇于安石”，高宗回答“极是，朕最爱元佑”［7］。

在史籍中高宗表达效法仁宗的话语和论述数不胜

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从这些高宗的亲口表述中，

可以得知高宗对仁宗嘉祐法度、制度的向往和追

求，并且连带着对意在恢复嘉祐之治的元祐时期

也颇为热爱。前文所论证的高宗南渡后立法建设

上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这并不是高宗的政治作

秀，而是南宋初年的时代环境和高宗个人心性作

出的选择。

通过对南宋初年立法的考察，得知了高宗朝对

仁宗嘉佑朝法度的遵循。那么，下面从散见在史籍

中的行政法抑或是专门法（御笔、手诏、敕令、诏

［1］［清］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259页。

［2］［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07页。

［3］同上注第300页。

［4］同上注第414页。

［5］［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三）》，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08页。

［6］［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四）》，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03页。

［7］［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念要录》卷七十 

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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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申明、指挥等）角度来加以考察。

三、祖宗故事：宋高宗朝政令（敕令）
源流考证

下面我们以《宋史》《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

史全文》《建炎以来系念要录》中所载的高宗朝政

令法度（手诏、御笔、指挥、申明、敕令、诏令等，

或许可以视作当今的行政法或专门法）来进行一番

考察。以下材料，是选取了上述史籍中所有效法（或

者是提及）祖宗的政令，加以考察并分析其源流。

建炎元年七月乙巳，复祖宗转搬法。“乙巳，

同知枢密院张悫言：户部财用，惟东南岁运最为大

记。自奸臣误国，变祖宗法转运般仓良法，每岁失

陷粮斛，不可胜记。望依旧法，责发运司官分认逐

季地分，各行检察催促。从之”［1］，《转般法》

是在宋太祖开宝五年设立的，在宋神宗熙宁年间逐

渐被《直达法》所替代。在南渡后，朝臣鉴于转运

的困难，建议恢复转办法，高宗同意，可以认为是

效法太祖的法度。

建炎元年冬十月己卯，复大观之前的《市舶旧

法》。“李纲言：旧制，闽、广市舶司抽解舶货，

以贵细者计纲上京，余本州打套出卖。大观后，始

尽令计纲，费多而弊重，望复旧法。从之”［2］。

据考证，宋朝在元丰年间第一次出台《市舶条法》，

史称《元丰市舶条》［3］。那么此次南宋时复原的

旧法很可能是元丰时制定的《市舶条法》。

建炎二年春正月壬子。“诏后族自今不得任侍

从官，著为令”［4］，留正对此评论道“以为祖宗之制，

不可以私恩废也”［4］。这里留正所言的祖宗应为

宋太祖，太祖开创宋朝时就设立内侍、后族、戚里

不得干政的家法。故高宗此诏令是效法太祖。

建炎二年十二月壬午，罢福建《茶钞法》。“壬

午，言者论福建路茶之所自出，祖宗以来，商贩

自便，望罢钞法，令都茶场照本路岁额，印照茶引，

付茶事司，广行招诱商任人……从之”［5］。揆诸

史料，宋徽宗崇宁元年，在东南地区改行《茶引 

法》［6］。故这里恢复的法度应为徽宗崇宁年间的 

《茶引法》。

建炎三年四月庚申，合三省为一。“及是，尚

纳颐浩等言，始合三省为一，如祖宗之故”［7］。

这里的如祖宗之故，应该是宋代前中期的中书门下

制度，三省和一后改革了元丰以来的三省分立的官

制［8］。所以，宋高宗将三省合一，便于政令的施行，

是效法太祖朝的法度，从而应对南渡初年的时局。

太祖承袭五代建立三省合一的中书门下制度，使得

中枢政务流程简便，务行高效。

建炎三年六月癸酉，置检详官两员，减编修

官四员。“癸酉，枢密院言：自军兴至今，军政

事务，倍于平时，欲依祖宗朝，置检详官两员，

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编修官四员，止存一员，

依旧看详条法”［9］。揆诸史料，检详官在宋神宗

熙宁四年设立，此处的依祖宗朝旧法设置检详官，

应该是依照熙宁旧法。

建炎三年七月辛卯，谏院始不隶后省。“诏谏

院别置局，不隶后省，许与两省官相见议事，元丰初，

用唐制置谏官八员，分左、右隶两省，至是始复之，

如祖宗之故”［10］。这道诏令一改元丰改革以来的“置

谏官八员，分左、右隶两省”的制度，恢复了宋代

前中期太祖太宗设立的旧法。

建炎四年五月壬子，因殿中侍御史沈兴求言，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一）》，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9页。

［2］同上注第55页。

［3］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兼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载《广东经济科学》，1996年1期。

［4］［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3页。

［5］同上注第104页。

［6］吴树国，《北宋蔡京茶法改革新论》，载《史学辑刊》，2010年第6期。

［7］［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59页。

［8］曹家齐：《南宋“三省合一”体制下尚书省“批状”之行用》，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11期。

［9］［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68页。

［10］同上注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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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举行开宝故事，使参知政事与宰相轮日知印。“殿

中侍御史沈兴求言：仍举行开宝故事，使参知政事

得与宰相轮日知印”［1］。此处是恢复宋太祖朝开

宝年间的的旧制。

建炎四年五月戊午，诏复置权侍郎。“戊午，

诏复置权尚书六部侍郎，如元祐故事，满二年为真，

补外者除侍制，未满除修撰”［2］。“时宰相范宗

尹言：自崇宁罢权侍郎之后，庶官进用，有不可任

以给、舍者，则正除侍郎，超擢太甚。请复旧制，

以待资浅新进之人。故有是命”［2］。根据《圣政》

的记载可知，高宗朝复置尚书六部侍郎，是革崇宁

以来的法度，效法宋哲宗元佑故事。

建炎四年五月，复御前亲军诸班直。“初，上

在明州，诸班直为乱，既诛其为首者，遂废其班。……

赵鼎因事奏言：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盖自艺祖践

祚，与赵普将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事守之，不可

失也。……今诸路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

坏，独卫兵仿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

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上悟，寻复旧制”。高宗

复御前亲军诸班直，是法太祖朝法度。

建炎四年五月甲子，诏建荆、淮、京畿藩镇。“甲

子，诏曰：……是用考古之志，权时之宜，断自荆、

淮接于畿甸，岂独植藩篱于江表，盖将崇屏翰于京

师，为辍按廉之使”［3］。此处，高宗在湖北、淮南、

京东西、江西等边境建立藩镇，是法太祖在河东河

北建立藩镇以御北方。

建炎四年六月甲戌，罢御营司归枢密院，令宰

相兼领枢密使。“甲戌……议者以为，宰相之职，

无所不统，本朝延五代之制，政事分为两府，兵权

付以枢密。比年又置御营使，是政出于三也，望罢

御营司，以兵权归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几可以

收兵柄，一赏罚，节采用。于是罢御营使及其官署，

而以其事归枢密院……自庆历后，宰相不兼枢密者

八十余年，其复兼，盖此始”［4］。高宗罢免御营司，

以宰相兼枢密，复太祖朝旧制。

建炎四年六月壬午，复祖宗治脏吏之法。“权

直学士院汪藻言：今欲恤民，莫大于去贪残之吏，

祖宗时，吏犯脏者，无大小，皆弃市，故人重犯法，

官曹为轻。今从未能举祖宗之典，姑择其一二大小

者，真决黥配，以戒其余。仍令台谏官以上，岁举

郡守一人保其终身，如后奸脏，与之同罪，不得以

自首原免，而郡守、监司于内部有脏吏，不闻朝廷

而为他人劾者，罪亦如之，疏奏，诏坐条申明行下，

其后卒施行如藻请”［5］。高宗根据汪藻所言，复

祖宗治脏吏之法，让台谏、监司、郡守互相监察，

申明行下。此处的祖宗根据文意应为重惩奸吏的宋

太祖。

绍兴元年冬十月壬午，印见钱关子。“壬午，

尚书省言：‘契勘便钱之法，自祖宗以来行于诸路，

公私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务经久，致失信于民。

今来军兴，调度与寻常事体不同，理当别行措置’。

诏户部印押见钱关子，降付婺州，召入人中，执关

子赴杭、越榷货物请钱，每千搭十钱为优润。有伪

造者，依川钱抵罪。东南会子法，盖张本于此”［6］。

高宗朝的契勘便钱之法，其前身应为宋太祖取唐飞

钱故事设立的便钱务［7］。因此，这里的祖宗应为

宋太祖。

绍兴元年十二月丙寅，诏复置枢密院都承旨。

“诏依祖宗故事，复置枢密都承旨，以两制为之”。

根据韩冠群的考察［8］，疏密都承旨是在宋太宗太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35页。

［2］同上注第237页。

［3］同上注第238页。

［4］同上注第241页。

［5］同上注第244页。

［6］同上注第315页。

［7］太祖时，取唐朝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於诸州便换。其後，定外地闲慢州乃许指射。自此之後，京师用度益

多，诸州钱皆输送，其转易当给以钱者，或移用他物。参见［元］马端临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

究所 点校，《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7页。

［8］韩冠群：《试论宋代枢密都承旨的渊源、职能与人选》，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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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兴国七年设立，高宗此诏令是效法太宗。

绍兴元年十二月戊寅，诏效法祖宗重惩脏吏。

“诏三省备坐祖宗朝真决脏吏旧制。镂板行下。

自今有犯，依法行遣，仍籍没家财。上以军兴民

困，吏缘为奸，故盗贼蜂起，乃下此诏焉”。此

诏令中的祖宗应指宋太祖、太宗，《宋史·刑法志》

中有言“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

以绳奸慝”。不过揆诸源头，宋代重惩脏吏的法

度应该还是太祖所开创。高宗此诏令应该是效法

太祖。

绍兴二年正月丁巳，诏推祖宗限田之制，“右

司谏方孟卿言，今权户部侍郎柳约请推祖宗限田之

制，凡品官名田数过者，科敷一同编户……（高宗）

从之”［1］。

绍兴二年二月丁卯，诏复元佑旧制，寄禄官分

左右。“诏选人七阶并分左右，时用元佑旧制，寄

禄官分左、右，而脏吏不与焉”［2］。高宗此诏是

复宋哲宗元祐旧制。

绍兴二年三月乙卯，诏恢复吏部堂除官员。“诏

寺监丞以下，并令吏部擬除，时吕颐浩秦桧言，祖

宗旧制，内外差遣，并赴审官。士大夫自有调官之

路，故请谒本竞之风熄，近世堂除阙多，侵占注擬，

士人失职，廉耻道丧。欲外自监司、郡守及旧格堂

除通判，内自察官、省郎以上馆职、书局编修官外，

并令吏部依格注擬。从之”［3］。这道诏令要求恢

复祖宗的旧制，令吏部擬除官员，减少堂除。这里

的祖宗应指太祖、太宗，高宗此处意在建立常规，

恢复祖宗朝轨仪有序的任官制度。

六月癸巳，效法太宗颁布戒石铭。“颁布黄庭

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

置之座右”［4］。高宗效法太宗，颁布戒石铭于郡县。

六月庚午，效法祖宗，以馆阁兼在京釐务。“御

史中丞沈兴求言，祖宗故事，许令馆职兼在京釐务

官，所以蓄养人才，自今剧曹郎官并繁冗，职务有阙，

乞于馆职、编修、删定官、太常丞、博士、国子监、

丞内随才选差，亦可试其能否。从之。自是职事馆

复权郎矣”［5］。这里高宗恢复令馆职人员兼任在

京釐务官，是效法太祖太宗重用文儒之士，以官阁

兼任釐务，储备人才。太祖继承唐末五代的馆阁旧

制，太宗进一步发展，建立崇文馆，并令馆阁之人

兼人庶务，蓄养天下人才。

绍兴二年八月丙申，诏复太祖之法，郡守除授

赴阙引对。“左司谏吴表臣言：……望用艺祖、汉

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应郡守初自行在除授，

及贷归赴阙者，并令引对。……上曰：郡守，民之

师师，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从之”［6］。

八月乙亥，诏考祖宗（太祖）选择禁旅之法，

令三衙分掌亲军。“己亥，给事重兼侍读胡安国言：

‘……本朝鉴观前代，三衙分掌亲军，虽崇宁间，

旧规犹在。及至高俅得用，军政费驰，遂以陵夷。……

伏望考祖宗选择禁旅之法，修明军政，威服四方，

上严宸翰’。（上）诏三衙措置”［7］。

十一月庚午，效法祖宗，规范御笔和诏旨，批

复三省则合称为御笔，三省奉而行之，则合称圣旨。

“庚午，诏自今御笔并作圣旨行下。时右谏议大夫

徐俯言：祖宗朝应批降御笔，并作圣旨行下。自宣

和以来，所以分御笔、圣旨者，以违慢往滞，科罪

轻重不同也。今明诏许缴驳论列，当依祖宗法，作

圣旨行下。方其批复三省，合称御笔。三省奉而行

之，则合称圣旨，然后明正言顺。祖宗御笔不少，

王广渊在仁宗朝，尝类编成书，以为后法。乞依故

事施行，上从之”［8］。这里的祖宗是指恢复仁宗

朝之前的制度（可以视为恢复仁宗嘉佑年的制度，

因为其最为典范），即将御笔内批下中书省后，以

中书札子或者枢密院扎子行下。

十二月甲午，效法太祖，禁将佐鬻盐。“言者

论：……近浙西安抚大使司统制官乔仲福、王德市

私盐……尚书省言：茶盐之法，朝廷私柄，他司不

敢侵紊。乃诏令刘光市诘仲福与德之罪，后有犯者，

捕送台狱，重行贬窜”［9］。

绍兴三年十一月丁丑，效法祖宗杖黥脏吏。“丁

丑，诏宣谕官所劾脏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30页。

［2］同上注第331页。

［3］同上注第345页。

［4］同上注第351页。

［5］同上注第355页。

［6］同上注第366页。

［7］同上注第367页。

［8］同上注第381页。

［9］［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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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宗之法不可变：宋高宗朝法制源流考释

理巨蠹之人三两名，令所在留禁俟旨，时议举祖宗

杖黥之制，故有是命”［1］。这里的祖宗杖黥之制，

应为宋太祖时法度。

绍兴五年五月乙未，效法太祖太宗，规范宦官

转官出职。“上曰：内诸司转官出职，祖宗皆有格

法，朕遵守之甚严，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2］。

宋高宗令内诸司转官出职的意义在于防止年长阶高

的宦官继续留在宫内，干涉朝政。这一制度的源头

来自太祖太宗，太宗朝规定宦官的官资升到一定阶

位，须转归吏部，注授宫外差遣。因此高宗此诏效

复太宗旧法。

绍兴五年八月甲辰，效法太祖，增馆职为十八

员。“甲辰，诏增馆职为十八员。时言者论唐太宗

当兵戈抢攘之际置文学馆学士凡十有八人，其后皆

为名臣。祖宗朝辟三观储养人才，盖本于此。……

如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故是有旨”［3］。

绍兴五年九月戊申，高宗效法太祖，降指挥申

饬有司稽考祖宗义仓之法。“戊申，殿中侍御史王

缙请严义仓之法以备水旱……上曰：朕闻江湖岁歉，

夙夜为忧，常平法自汉以来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

宗专用义仓赈济最为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

挥申饬有司稽考之”［4］。义仓之法是太祖首创，

因而这里的祖宗应为太祖。

绍兴五年十二月庚申，效法太宗令称职者久

任。“庚申，太府少卿沈昭远请久任计相，上曰：

祖宗时三司使如陈恕最为久任，号称职。今内外计

臣倘能称职就加爵秩以褒宠可也，不需数易”［5］。

陈恕任太宗朝的三司使数十年，高宗此诏意在效法

太宗。

绍兴五年十二月辛酉，申严中台六曹长二郎官

守祖宗格法。“辛酉，起居郎潘良贵言，中台者，

出纳王命，赋政四海，喉舌之司也，伏望申严六曹

长二郎官凡朝廷送下堪当事理，并需据格法是非，

供报辅臣进呈。上曰：祖宗以来，自有格法，有司

但能遵守即为称职，格法既定谁复有侥幸之心，唯

其因事陈请，人思幸得，此法之所以寝废也，可依

良贵所请，更切申严”［5］。高宗效法祖宗，申严

中台官守格法。（据前文考证，高宗朝的《吏部七

司条法事类》是以元佑吏部法为蓝本修订的。这里

的格法，应该是以嘉佑、元佑为代表的吏部法。）

绍兴六年二月甲辰，高宗仿效仁宗，置行在交

子务。“甲辰，置行在交子务……中书言：交子钱

引并沿边籴卖文钞，皆系祖宗旧法，便于民间行使。

自军兴以来，未尝检举，今商贾虽通，少有回货。

已仿旧法，先樁一色见缗，印造交子，分给诸路，

令公私并同见缗行使，期于必信，决无更改。（高

宗）诏诸路漕司榜谕，遂造百五十万缗充籴本，将

悉行之东南焉”［6］。

绍兴七年三月乙酉，效法太祖，复置枢密使、

枢密副使。“诏宥密，本兵之地，事权宜重，可依

祖宗故事，置枢密使、副，宰相仍兼枢密使，其知

院以下如旧”［7］。此处的祖宗故事，应为太祖继

承唐末五代以来的传统，置枢密院掌管兵权。

绍兴七年五月丁亥，高宗法太祖，“诏诸路监

司除授依祖宗法，即不避本贯。诏如故事，仍止

避置司州”［8］。此诏令中的祖宗法，应为太宗创

立的监司除授的法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二十三，十一月戊寅条载，太宗下诏御史台“诏御

史台：应见任文武官悉具乡贯、历职、年纪，着籍

以闻，或贡举之日解荐於别州，即须兼敍本坐乡贯，

或不实者，许令纠告，当置其罪。自今入官者皆如

之，委有司阅视。内有西蜀、岭表、荆湖、江、浙

之人，不得为本道知州、通判、转运使及诸事任”。

高宗效法太宗，令监司止避州一级知州、通判，以

［1］［清］阮元辑，《宛委别藏（25-29）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27页。

［2］同上注第810页。

［3］同上注第811页。

［4］同上注第823页。

［5］同上注第844页。

［6］［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三）》，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05页。

［7］同上注第667页。

［8］同上注第6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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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路一级的提点刑狱。

绍兴十年十一月辛亥，高宗“颁真宗御制文武

臣僚七条于州县”［1］。高宗法真宗吏制法度。

绍兴十一年八月甲申，高宗申严义仓良法。

“甲申，上曰：祖宗置义仓以备水旱，最为良法，

而州县奉行不虔，妄有支用，寝失本意，可令监

司……”［2］。义仓为宋太祖乾德四年设立，高宗

申严此太祖法度。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高宗法仁宗，诏“太

学养士，权于临安府学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屡

请复太学以养人才，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谓宰相

曰：太学教化之源，宜复祖宗旧法”［3］。揆诸史料，

宋代初期仅仅设立国子监，直到仁宗庆庆历四年始

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并采用胡瑗的湖学法

制订《太学令》。可见，这里的祖宗旧法是指仁宗

法度，高宗此措置是效法仁宗。

绍兴十三年二月乙卯，高宗定太学课试之法。“（国

子司业高闶）闶又言：今比岁郡国虽有学，而与选举

不相关，今参取祖宗旧制，通以当今之宜，补太学生，

以诸路住本贯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曾犯第三等以

上罚，或虽不住学，而曾经发解，委有士行之人，教

授保委申州，给公据，赴国子监补试。诸路举人，以

住本贯学半年，或虽不住学，而两预释奠，及齿于乡

饮酒礼者，本学次第委保，教授审实，州县取应，仍

自绍兴十四年为始。（高宗）皆从之”［4］。此处的

祖宗旧制，揆诸史料，应为仁宗制定的《太学令》。

高宗在南渡安定后，需要逐渐的恢复秩序，于是先恢

复太学，再参酌当今之制，定立太学课试之法。

绍兴十三年五月庚申，诏令皇宫南门外置生监

牧马。“五月，庚申，帝谕大臣曰：人言南地不宜

牧马，昨朕自创行，虽所养不多，方二三年，已得

驹数百，此后不患不蕃。与自川、广市来，病不堪

乘而沿路所费不少计之，一匹省数百千缗。秦桧曰：

俭以足用，宽以爱民。《鲁颂》专言牧马。帝又曰：

国家自有故事，京城门外便有孳生监，每年所得甚

多。祖宗用意可见也”［5］。揆诸史料，这里的祖

宗故事，应为宋真宗祥符二年设立孳生监牧马。

绍兴十三年六月戊戌，高宗效法太祖诏令禁止

乐人出官。“上曰：乐人无出官法，……昔有教昉

官求为郡者，太祖以唐庄宗为监，只令于乐不迁转。

此祖宗之良法也”［6］。

绍兴十三年秋七月戊午，效法太祖太宗，置国

子监书库一员，诏令诸州求遗书。“上谓大臣曰：

昨访遗书，今尤未有至者，朕观本朝承五代之后，

文籍散逸。太宗留意于此……盖教化之本，莫先于

此也”［7］。

绍兴十四年十一月壬申，诏令宗室任职只侍从，

并依旧制置宗学。“上曰：……祖宗以来，不用宗

室作宰相，其虑甚远，可用至侍从而止。秦桧奏乞

依旧置宗学教育宗子，上可之”［8］。此处的祖宗

应为宋太宗，宋太宗规定禁止宗室成员担任任何重

要的职位［9］。

绍兴十六年三月庚午，高宗效法太祖，诏有司建

武学。“三月庚午朔，诏有司建武学。先是，士大夫

上书者多以为言，上数谕大臣，以文武之道不可偏废，

祖宗自有故事。至是，乃考上焉”［10］。这里的祖宗

故事，是太祖在北宋初立时仿效唐朝建立武科。

绍兴十七年九月丙午，减民间折博钱。“丙午，

诏江浙见输折博钱太高，虑民难出，自今紬帛各减

价……自明年始……桧曰：如民间折帛钱太重，

理宜蠲减。上曰：朕久有此志，祖宗时每缣价值

八百，官司仍以一千合买，民间既免举债出息，及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51页。

［2］同上注第879页。

［3］同上注第918页。

［4］同上注第928页。

［5］同上注第935页。

［6］同上注第938页。

［7］同上注第940页。

［8］［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74页。

［9］［美］贾志扬著：《天皇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10］［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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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蚕收成之后，并皆乐输……至是行下”［1］。此处，

高宗诏减民间折博钱是效法仁宗，仁宗在位时便多

次裁减折博钱［2］。

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申。高宗遵从祖宗之法，

罢州县的添差官。“祖宗旧法，只是宗室，戚里添

差差遣。及比年因军中立功人离军将校例与添差，

除此外当尽罢去”［3］。这里的祖宗应指的是太宗，

太宗规定了宗室任官的方式，厚养宗室，不使其干

政。而在高宗南渡后，添差官秩序混乱，高宗尽罢去。

绍兴二十六年春正月辛亥，高宗效法太祖，严

格规范科举考试制度，维护公平公正。“殿中侍御

史汤鹏举言：如今科举之法，名存实亡，或先期以

出题目，或临时以取封号，或假名人以入市场，或

多金以结代笔。故孤寒远方士子不得预高甲，而富

贵之家子弟常窃巍科。又况时相预差试官以通私计，

前榜省闱殿试，秦桧门客、孙儿、亲旧得占科甲，

而知举考试官皆登贵显，天下士子归怨国家。伏乞

申严司，革去近弊。如知举、参详、考试官，乞临

期御笔点差，以复祖宗科举之法。从之”［4］。此

祖宗科举之法，应为效法宋太祖，例如宋太祖严格

规范格局制度，令形势之家子弟别试。

绍兴二十六年二月丙申，高宗效法太祖，严惩

脏吏。送脏吏秀洲通判王曮建昌军居住，“上曰：

此不可不痛治，在祖宗朝，革去五代苛法，专以仁

恕为本，未尝真决一士大夫，唯犯脏者不贷，可令

刑部约法，重于行遣”［5］。

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壬子，效法仁宗增太学生，

措置太学名额。“三省言，太学生系两千人为额，

闻在学校不及是三百人，欲令礼部措置。上曰：学

校人才所出，元佑中名臣最多，实由仁宗养育之有

素也。近来学校虽设，教育有所不至，每患人才难

得，可如所奏”［6］。

绍兴二十六年六月甲午，高宗效法太宗，诸路

派遣监司，遍历郡县，寻访廉察，条具以闻。“甲戌，

宰执进呈秘书省校书郎黄中面对札子，言：自顷大

臣用事，屏弃忠良，私昵险人，布在郡县，不复以

民为意。自陛下一新百度，监司、郡守出于亲擢，

谓宜取法祖宗，精选公忠明敏之臣。每道分遣一人，

令遍历郡县，凡百姓之疾苦、狱刑之冤滥、财用之

蠹耗、官吏之贪污苟且，与夫利之未兴、害之未除

者，皆得条具以闻。上纳之。乃诏诸路监司躬历所部，

询访廉察，条具以闻，当议黜陟”［7］。此处的祖宗

应为宋太宗，太宗淳化三年设立路一级的提点刑狱

司，开始遣官分往诸路按决刑狱，监察地方。

绍兴二十六年九月甲寅，尚书省检会天圣、绍兴

真决脏吏指挥，诏刑部镂板行下。“上曰：朕观祖宗时，

脏吏多真决，尔来殊不知畏，卿等可令有司检坐祖宗

朝行遣脏吏条法，下诸路先行戒谕，使之晓然皆知祖

宗立法之严”［8］。高宗效法太祖太宗治理脏吏之法意，

检会天圣、绍兴等真决脏吏指挥行下。

绍兴三十年三月辛巳。诏“自今除授馆职，并先

召试，学官依格选除”，“议者言：儒林册府之官，

祖宗以来，必试可而后授。比年召用人才故事寝费，

使得州县小吏皆有侥幸超窜之心，望特命大臣举行召

试之典。事下吏、礼部议，故是有旨”［9］。高宗这道

诏令要求馆阁人员的除授按照仁宗法度，召试并依格

选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所载，“仁宗嘉

佑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诏今后大臣举馆职，令中书且

与籍记举状，候在馆员数稍少，即于数内选实有文行、

为众所称者取旨与试。仍令学士院精加考校，公定优劣，

不得假借等第”。故高宗此诏中的祖宗应为仁宗。

据以上的观察，本文可以统计出高宗朝政令中

效法祖宗朝的具体对象和频次。在有史籍记载的高

宗朝提及祖宗之法（效法祖宗）的 51 条政令中，

［1］［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22页。

［2］吴丽娱，《食盐的货币作用与折博制的发展——兼论钞引制的起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3］［宋］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90页。

［4］同上注第1800页。

［5］同上注第1804页。

［6］同上注第1805页。

［7］同上注第1810页。

［8］同上注第1817页。

［9］同上注第18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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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效法效法太祖 28 条诏令（按：将效法太祖太

宗两朝的措置，也归为了太祖，因为是太祖开创的

制度，太宗守成，结合高宗自己的论述，倾向于效

法太祖多一些）、太宗 8 条、真宗 2 条、仁宗 7 条、

神宗 2 条、哲宗 2 条、徽宗 1 条。

将高宗诏令指挥敕令等政令（行政法令）中所

有提及祖宗之法的内容整理后，发现高宗在措置事

务之时，以恢复祖宗旧制为任。其主要效法太祖、

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哲宗。其中对太祖、太

宗和仁宗的取法最多，这或许是当时南宋的时代环

境所决定的。高宗南渡后，面临的是一个残破的家

国，地方藩镇林立，遭贼横行，中央官员腐朽。同时，

外部也有女真强敌环伺。这几乎和太祖立宋后面临

的五代旧弊相同。因此，或许是基于时势的考虑，

高宗选择了取法太祖进行措置。然而，在政局缓和

之后，宋金合约签订，内部盗贼也悉数被镇压招抚。

这时，高宗面临内部百废待兴的局面，选择了放弃

恢复旧时祖宗基业的志向，而是务在整顿内部，屈

己求仁，受内虚外。因此，这时高宗更多的取法太

宗和仁宗进行法制建设，恢复南宋的社会秩序。

对于高宗效法太祖和仁宗，不但可以从上述法

制政令看出，还可以对高宗的亲口论述中证明。绍兴

十二年二月辛未，“上谓大臣曰：诗、书所载二帝三

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见其施设之详。太祖以英武定

天下，仁宗以兼爱结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设之详，

可见于世者也。朕当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则治

道成矣。秦桧等曰：陛下英武如太祖，惠爱如仁宗，

其致中兴必矣”［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太祖和

仁宗的向往，也可以进一步印和高宗措置相印证。高

宗面临南渡后的局面，采取了法祖效仁的法制措置。

在有关军政、吏治等制度上面效法太祖，而在民政、

治道、学政、考课、财税上面效法太宗和仁宗。既法

太祖之英武，又效仁宗之惠爱。以此开创了南宋朝廷，

保存赵氏政权。那么接下来要讨论是的高宗为什么要

这样法祖呢？这样的政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

许可以从高宗本人的言辞和性格入手进行探讨。

四、法祖效仁：南宋初期的法制
复古

由上文的高宗朝的法制建设可知，高宗在立法

和法律实际运行之中是严格遵守祖宗法度的。根据

本文的研究，高宗多效法太祖太宗和仁宗嘉佑及哲

宗元佑时的法度，凡是布政施令无不以效法祖宗为

名。其中高宗尤其喜爱太祖和仁宗朝的法度。这或

许是由于高宗自己的法制取向和建国策略所决定的。

在南宋建国初期，高宗面临内有盗贼乱兵外有

强虏虎视的局面，这种时局和太祖建立宋朝时内有

藩镇外有敌国，“卧榻之侧皆是呼呼大睡的敌人”

此种情况非常类似。因此一方面为了借助宏观的“祖

宗之法”表明南宋的正统性和高宗统治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为了借鉴太祖的措置（具体的祖宗法度）

整治天下。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高宗建国初期对法

制的复古以及对太祖的效法。并且随着时局的转变，

高宗慢慢的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加之其性格怀

柔仁慈，易受众臣所影响。因此出于与金国求和及

仁治天下，恢复天下社会正常秩序的需要，高宗选

择了效法仁宗，其法政举措也多法仁宗法度。

下面以高宗具体的言行为出发点，考察其效法

祖宗的法制复古，与上文制度复古相印证。

高宗在靖康二年五月庚寅即位于南京（今商丘）

后，不久，便手诏表明效法祖宗之意。“己亥，手

诏天下曰：朕将谨视旧章，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

内侍典兵权，容如直言，斥去浮靡，非军工无异赏，

非戒备无孱工。若群臣狃于故习，导詍讳过，大臣

弊贤，所举非实，台谏纠嬺有言非公，凡此之属，

必罚无赦”。高宗申明要遵循“不以手笔废朝令，

不以内侍典兵权，察纳直言，恭谨简朴，赏罚分明”

的祖宗旧章，即在即位之初就表明了绍述前王之政。

一方面，这是高宗维持其新建政权合法性的表述，

另一方面也是高宗面临和太祖仁宗时代相似的时

局，以及其息兵仁民的偏安之志所选择的当然道路。

绍兴元年四月辛巳，上令进累朝实录，曰：“初

令进累朝实录，盖欲尽见祖宗规模。此是朕家法，

要得遵守”［2］。

绍兴二年六月庚午，上览大理少卿李曦所上论

太祖皇帝明谨狱事奏章言：“此太祖皇帝德泽也，

朕敢不遵承？”［3］。

绍兴三年八月癸亥，臣下论及令后族任官之事，

［1］［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四）》，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03页。

［2］［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

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92页。

［3］同上注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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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谓辅臣曰：祖宗待戚里皆有常宪，朕不敢逾”［1］。

绍兴三年十一月乙丑，高宗与殿中侍御史常同

论及令尚书省便宜行事，“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

曹尚书侍郎拘执绳墨，愿少假以权使随事裁决。上

曰：国朝以法令御百执事。故凡有司以奉法为能，

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宪，朕不敢改也”［2］。

绍兴三年十一月壬申，高宗论不变祖宗之法。

“上曰：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后将轻言变祖宗

成宪者众，故不可不慎也”［3］。

绍兴五年五月庚辰，高宗与秘书省正字论祖宗

体貌大臣，“上曰：祖宗体貌大臣，恩意甚厚，与

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4］。

绍兴八年九月戊申，高宗与宰执论论法度，宰执

言：“自时多艰，朝廷四驱群策，以济庶务，缘此法

度多有改易。上因曰：经久之制，不可轻议。古者利

不百不变法，卿等以萧规曹随为心，何忧不治？”［5］

绍兴十一年六月壬申，高宗论户部上奏赎刑文

字。“上曰：……赎刑既非祖宗法，似未可用也”［6］。

高宗以非祖宗法度而禁用赎刑，不采纳户部的建议。

绍兴十四年二月癸未，高宗与宰执论榷货物茶盐

推赏事，“朕常思祖宗立法，无不善者，岂可轻易变

易？”［7］。高宗认为祖宗之法有其善处，不可轻易变易。

绍兴十四年八月癸巳，高宗与秦桧论不变旧法。

“上谕大臣曰：言者多劝朕变法。朕思祖宗之法已

经善，岂宜轻改？秦桧曰：遵先王之法而或过者，

未之有也。上曰：然”［8］。

绍兴十四年九月庚戌，高宗又论法祖。“礼部

员外郎陈鹏飞面对，言：凡有献利害者，乞加讨论，

必合于祖宗之旧。如已试无成，必加黜责。上谓大

臣曰：祖宗之法，思虑已精审，讲究已详备，不必

改作，天下自治。秦桧曰：天下本无事，宜遵成宪

为善。上曰：小人更喜法，往往谓朝廷无所建明，

不知本无事，然法至于弊，乃不得已而更之”［9］。

绍兴二十六年，高宗与大臣论及吏治，高宗谈

道：“祖宗旧法未易轻改，在祖宗朝凡事悉本仁恕，

未尝真决一士大夫，惟于脏罪则不贷”［10］。

绍兴二十七年冬十月乙未，高宗对宰执言：“近

臣僚献利害，往往各抒己见，未必知有无见在之法，

自今宜令有司将究详备，无轻改祖宗成宪”［11］。

绍兴二十八年五月甲戌，“宗正少卿杨偰乞将

取应宗子比府监进士，理年免举。上曰：此自有成法，

遵守可也，祖宗以来，若可行，不至今日矣”［12］。

绍兴二十九年十月癸酉，上论祖宗之法必有深

意。“同知枢密院事王纶言：密院大事，每与三省

同议。枢庭虽五代之制，疑太祖太宗曾入思虑，五

代弊法，祖宗扫除略尽，惟存此一二大者，必有深

意”［13］。高宗对祖宗之法十分信任，认为能够留

存下来的祖宗法度，必有其深意。

绍兴三十年，三司申明逃亡军人自身之限，高

宗与宰执与同知枢密院事王纶言：“朕始见此法，

未晓其深意……因顾王纶曰：卿解之否？盖不如此，

即此曹聚而为盗。始知祖宗用意深远”［14］。

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丁巳，上与大臣论秦桧擅改

章程时言：“朕无一事敢违旧章”［15］。

［1］［清］阮元辑，《宛委别藏（25-29）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08页。

［2］同上注第624页。

［3］同上注第626页。

［4］同上注第785页。

［5］［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二）》，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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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籍，高宗的言论表达了其对祖宗法制的

遵守，一方面在宏观上“信仰”祖宗之法，将其作

为立国的基础，另一方面具体层面上因时效法祖宗

之制。何俌的《中兴龟监》对高宗的法制复古有这

样一段总结：“我高宗之法祖也，论兵制则曰：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进实录则曰：祖宗规模，此朕

家法。吏部条法创之可也，而曰：祖宗成宪不可废

也。尚书绳墨，宽之可也，而曰：祖宗成宪不敢改也。

谓仁祖临御最久，德泽在人最深，朕于政事专以仁

祖为法”［1］。此论虽有颂圣谄媚之嫌，但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应南宋时人对高宗法祖的看法及高宗朝的

法祖举措。

由以上高宗自述和后人评论可知，高宗在言行

和立制层面都是谨守祖宗法度。高宗认为祖宗制定

的法度，自有其深意，不可擅变，并且认为前朝王

安石和蔡京的新法是北宋的灭亡之源。结合前文所

述，高宗基于维护其继承政权的合法性、重建南宋

的时势以及其中兴宋朝开创国家的需要，选择了效

法太祖和仁宗的法祖之路。结合高宗朝和南宋后来

的整治情况来看，高宗的此番法制建设确实保存了

赵宋政权，安定养育了南方百姓。但也正因为高宗

的法制复古，在政治上表现为守内虚外的建国方针，

也使得南宋不可抑制的走向内向化。

五、余论：祖宗之法的二重维度——
规则与原则

通过前述的考察，可以得出高宗朝的法制是对

祖宗朝的承袭因循。高宗不但在统治话语的表达上

效法祖宗之法，更是在具体立法和法制的施行上效

法祖宗。通过对高宗朝有籍可查的效法祖宗的政令

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高宗实际上是效法太祖和仁宗

来进行法制建设和国家建构。虽然有些法度，高宗

也会因时而损益，但总的而言还是承袭大于变革，

或许可以以“因循中的重构”来形容南宋初期的法

制。南宋初期以恢复祖宗朝的旧制为基础，根据具

体的情况和政策选择来改变祖宗的法制，实施相应

的法制制度。至于南宋初期是如何重构法制的，则

是我们另外要研究的。

高宗的的法制建设证明了，宋代的祖宗家法

并非只是一种类似“皇天无亲，唯德是否”的有

关统治合法性的道德论述，而是能够切实的约束

皇权，切实的进行制度建设的具体法律制度。在

宏观层面上的“祖宗之法”类似于当今的宪法原

则，而在微观层面上的祖宗之法则是一个个法律

规则。对此，邓小南教授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宋

代的‘祖宗之法’，不是由固定条款构成的成文

法典，而是一组动态累积汇聚而成的综合体：其

中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

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制衡精神的政策

措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宋代的‘祖

宗之法’既有其僵滞的一面，又有其弹性的一面。

既非真正至高无上而不可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

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补充，即在一定程度上

对以往的成规定制有所变更。但总体上说，保持

纲纪稳定少变，从而保持政治局面乃至整个社会

的安定，无疑是宋朝‘祖宗之法’的题中之义”［2］。

宋代的“祖宗家法”包含对君主的约束，这种

对皇权的约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种太祖

朝开创，历代皇帝继承的“祖宗家法”造就了宋代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皇帝制度（非皇帝专制）。

由宋代皇帝和大臣共同营造的“祖宗家法”，成为

制约宋代“中央权力”专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

论是大臣还是皇室，对于天下都没有所有权，就如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在谏言高宗抗金时所言：“夫天

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

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犬戎之天下？”［3］。这表明，

在宋代天下归于“祖宗”，没有人能够代表他人处

分这个祖宗的天下，即使是皇帝。因此，在中央权

力的运作上，任何人都不能任意专权独断，只能按

照够在祖宗家法规定下的行政法规进行依法行政。

或许这也是有宋 300 年以来无昏君独裁、戚宦干政，

政治清平的原因。

最后本文以高宗朝监察御史方庭实上书高宗的

疏论作结，“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

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4］。这

就是“祖宗家法”在臣民心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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